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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综合种养模式温室气体排放研究进展
① 

倪远之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上海  200233) 

摘  要：稻田生态系统是大气中甲烷与氧化亚氮气体主要人为排放源之一，水稻生产的低碳化转型对于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

要意义。“十三五”以来，稻田综合种养作为典型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迅速发展，已逐步形成稻鸭、稻鱼、稻虾、稻蛙、稻蟹等多

元化生产类型，为我国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和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诸多学者在综合种养模式对

稻田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方面开展了较为广泛的研究。然而，关于该模式对温室气体排放是促进效应还是抑制效应尚未形成统一定

论，不同共作类型下的排放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系统梳理了当前稻田综合种养系统在温室气体减排机理、实际减排效果、主要影

响因素以及碳足迹核算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总结了当前亟待解决的科学及技术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予以展望，以期为我国农

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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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Rice-Animal Co-culture Systems 
NI Yuanzhi 
(Shanghai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Shanghai  200233, China) 

Abstract: The paddy field ecosystem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anthropogenic source of methane and nitrous oxide emissions. The 

low-carbon transition of rice production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achieve its carbon neutrality goal. Since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rice-animal co-culture system, as a typical ecological circular agriculture model,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Diversified production types such as rice-duck, rice-fish, rice-crayfish, rice-frog, and rice-crab have emerged,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food security,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and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extensive stud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f the rice-animal co-culture system 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paddy field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no unified conclusion on whether this model promotes or inhibit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dditionally, there is a wide range of differences in emissions under different co-cultivation types. This 

paper provided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gress on rice-animal co-culture, focusing on the mechanism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mitigation, emissi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arbon footprint assessment. This 

paper also summarized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roblems that urgently need to be solved and outlin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iming to offer scientific support for advancing green, low-carbon, and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 words: Rice-animal co-culture; Methane emission; Nitrous oxide emission; Carbon footprint 

 

稻田生态系统作为全球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不

仅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人为源非二氧化

碳温室气体甲烷(CH4)与氧化亚氮(N2O)排放的主要

来源之一。根据生态环境部数据，2021 年我国稻田

CH4 排放总量为 885.1 万 t，占我国人为源 CH4 排放

总量的 14.8%；同时，农用地 N2O 排放量为 71.8 万 t，

占人为源 N2O 排放总量的 34.2%[1]。这些温室气体的

排放不仅加剧了全球气候变化，也对我国实现碳中和

目标构成了重大挑战。因此，推动水稻低碳化生产，

优化稻田管理措施，减少 CH4 和 N2O 排放，对于我

国实现碳中和目标、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保障粮食安全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022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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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 《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明确提出鼓励

发展稻田综合种养等生态健康农田管理模式，作为实

现种植业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路径。 

稻田综合种养是利用稻田的浅水环境，在种植水

稻后，选择生长适宜期将水产(或禽类)动物投放于稻

田内实现水稻种植和水产(或禽类)动物养殖互利共

生[2-3]。利用养殖动物捕食、活动等习性可有效防控

田间病虫草害的发生，进而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有

利于生产出优质的稻米和水产品，具有显著的经济、

生态和社会效益[4]。稻田综合种养模式在全球范围内

应用广泛，目前全球 117 个水稻生产国中约有 40% 

的国家推广应用了该生产模式[5]。“十三五”以来，

我国大力推进生态农业体系建设，稻田综合种养作为

典型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迅速发展，已逐步形成稻

鸭、稻鱼、稻虾、稻蛙、稻蟹等多样化生产类型[6]，

为保障粮食和水产品供给、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

促进农民增收和推进乡村振兴做出积极贡献。 

近年来，关于稻田综合种养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其对水稻产量与品质[7]、面源污染与土壤质地等生

态环境效益[6-9]的影响方面，以及经济效益和生产技

术等领域[10-12]。然而对于该模式下温室气体排放的研

究结论仍不一致[3, 13-15]。在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以

及农业向低碳化、高质量方向发展的双重背景下，本

文通过系统性梳理目前稻田综合种养系统在温室气

体减排机理、实际减排效果以及碳足迹核算等方面的

研究进展，全面总结了当前亟待解决的科学及技术问

题，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予以展望，为稻田综合种养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助力我国“双碳”

目标实现。 

1  稻田温室气体的产生路径与主要影响因素 

1.1  稻田甲烷 

在水稻种植长期淹水造成的厌氧环境中，土壤

中的有机肥、动物及微生物残体、植物凋落物、生

物分泌物等有机质在产甲烷菌的代谢活动下生成大

量 CH4。稻田 CH4 的净排放取决于土壤中产甲烷菌

和甲烷氧化菌活动的平衡结果，受到水分、有机质

输入水平以及微生物生态等因素的共同调控[16-17]。

产甲烷菌是 CH4 产生的驱动者，其产生方式主要包

括 3 个阶段：第一阶段，土壤中的有机质在水解酶

的作用下被分解成脂肪酸和单糖等单体；第二阶

段，这些单体物质进一步被分解为醇类和短链脂肪

酸等小分子物质，小分子物质继续被分解生成乙酸

(CH3COOH)、氢气(H2)和二氧化碳(CO2)；第三阶

段，CH3COOH、H2 和 CO2 最终在产甲烷菌的代谢

作用下被原成 CH4。另一方面，在土壤好氧层和根

际好氧区[18-19]，CH4 可以被甲烷氧化菌氧化为 CO2

和 H2O。据估计，产甲烷菌产生的内源性高浓度

CH4 中，超过 80% 会在逸散到大气之前被甲烷氧

化菌氧化 [20]。未被氧化的 CH4 则通过植株通气组

织、气泡及分子扩散的形式排放至大气中，其中以

植株为主要的传输途径[16]。因此，任何减少产甲烷

菌反应底物、 破坏 CH4 产生所需的厌氧环境以及

促进 CH4 氧化的稻田管理措施都会抑制稻田 CH4

排放[21]。其中，水分管理和有机物料还田方式是影

响稻田 CH4 排放的关键因素 [21]。 

优化水分管理方面，与长期淹灌相比，中期烤

田、干湿交替灌溉等节水灌溉措施具有显著的稻田

CH4 减排效果。由于减少了稻田淹水时间，从而改

善土壤通气状况并提高土壤氧化还原电位(Eh)，抑

制产甲烷菌代谢活动，进而减少 CH4 的产生，同时促

进甲烷氧化菌对 CH4 的氧化，总体上可降低 60% ~ 

100% 的稻田 CH4 排放[22-25]。需要注意的是，虽然

节水灌溉模式和长期淹灌相比显著降低 CH4 排放，

但是对于长期淹水的稻田，深灌水比浅灌水排放的

CH4 要少，水位深度是决定长期淹水稻田 CH4 通量

大小的重要因素[26]。一方面，深水灌溉减缓了稻田

土壤和水层温度的上升，降低产甲烷菌的代谢水平；

另一方面，深水灌溉削弱了稻田系统对 CH4 的传输，

深水条件下 CH4 的气泡和液相扩散两条通道传输能

力降低，且长期处于深水环境中致使水稻植株的通

气组织对 CH4 传输能力减弱，深水阻隔导致 CH4 排

放量下降[2, 26]。此外，节水抗旱稻与常规水稻品种

相比，对灌溉水量的需求大大降低，有效缩短淹水

期，降低了 CH4 的产生[23]。水稻覆膜栽培技术是将

水稻直播或秧苗移栽至有地膜覆盖的地畦上，有效

降低了灌溉用水，与常规灌溉移栽相比，覆膜移栽

稻田在保持水稻稳产的同时，降低了 63% ~ 86% 

的 CH4 排放量[27-28]。 

优化有机物料还田方式对调控稻田 CH4 排放同

样重要。一方面，有机物料还田为产甲烷菌提供了

丰富的代谢底物，促进稻田 CH4 的产生与排放；另

一方面，有机物料在淹水条件下的快速分解使土壤

Eh 下降，厌氧状态加剧，产甲烷菌代谢速率升高，

进一步促进 CH4 产生[21, 29]。与秸秆全量还田相比，

秸秆离田处置或腐熟后还田等秸秆利用措施可降低

60% ~ 78% 的稻田 CH4 排放[22, 30]。相似地，动物有

机肥的施用对稻田 CH4 的产生同样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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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新鲜施用相比，采用发酵腐熟后的有机肥对

稻田 CH4 排放的促进作用则显著降低[31-32]。主要是

由于其中易分解成分以沼气 (当厌氧发酵时 )或 

CO2(当好氧发酵时)的形式被利用或散失，发酵产物

中的有机质则不易被产甲烷菌利用，进而降低稻田

CH4 产生率[21]。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观测到施用

生物质炭对于稻田 CH4 有很好的控制效果[33-34]。由

于生物质炭的多孔隙结构增加了土壤通气性、提升

甲烷氧化菌丰度、抑制产甲烷菌的活性，进而抑制

CH4 的产生与排放[34]。 

1.2  稻田氧化亚氮 

农用地 N2O 排放是土壤中微生物对于氮素养分

硝化作用与反硝化作用的共同结果。硝化作用分为硝

化阶段及亚硝化阶段，硝化阶段是指在土壤好氧区域

中硝化细菌将铵盐(NH4
+)或氨(NH3)转化为亚硝酸盐

(NO2
–)，亚硝化阶段是指 NO2

– 被硝化细菌进一步氧化

为硝酸根(NO3
–)。当硝化作用氧化不完全时则会生成

部分 N2O。反硝化作用是指在缺氧或厌氧状态下，土

壤中的反硝化细菌将 NO3
–、NO2

– 逐步还原成一氧化

氮(NO)、N2O 和氮气(N2)的过程。IPCC 指南中，通

过设定 1% 的排放系数以评估因氮素施用引起的田

间 N2O 排放量，其中稻田 N2O 的排放系数(0.41%)

低于旱地(1.05%)。总体而言，相较于旱地种植，稻

田淹水造成的厌氧环境对于 N2O 排放表现为抑制作

用[35]。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了 N2O 排放与氮

素输入量之间存在指数而非线性关系[36]，尤其当氮

素投入量增加并超出作物需求时，N2O 排放呈现出明

显的指数增加趋势。                                                                                      

N2O 排放控制主要通过抑制微生物硝化与反硝

化作用实现。氮素输入量是决定农田 N2O 排放量的

关键因素，氮素输入减少将直接抑制土壤中的硝化作

用或反硝化作用，降低 N2O 生成率。遵循 4R(正确的

氮肥品种 Right source、正确的氮肥施用量 Right rate、

正确的肥料施用时间 Right time、正确的施肥位置

Right place)原则的精准施肥策略可显著提高作物对

氮素的利用效率，减少硝化或反硝化作用底物，从而

抑制 N2O 生成[21]。此外，硝化抑制剂可通过抑制氨

氧化微生物活性，延缓 NH4
+ 氧化为 NO2

– 并抑制其进

一步硝化为 NO3
–，从而降低稻田 N2O 排放，减排效

果为 28% ~ 56%[37-40]。施用缓释肥通过降低氮素的释

放速率进而使作物在整个生长周期都能够有效地利

用氮肥，减少氮素流失，从而降低 N2O 的产生与排

放[41]。此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了生物质

炭施用对于稻田 N2O 减排的效果，主要是由于生物

质炭具有发达的孔隙结构，施用于土壤后增加土壤的

孔隙度，而将 N2O 滞留在了土壤孔隙中；生物质炭

添加后还可以通过丰富土壤有机碳含量，提高土壤

pH，为微生物提供生产空间和能源等来增加细菌反

硝化的功能基因丰度和活性，促进完全反硝化，减少

土壤 N2O 排放[42]。 

2  生态综合种养对稻田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目前，关于生态综合种养对稻田温室气体排放影

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稻鸭、稻鱼、稻虾共作系统，部

分研究关注稻蛙、稻蟹共作模式下的温室气体排放情

况(表 1)。 

2.1  对甲烷排放的影响 

生态综合种养模式下 CH4 排放降低的共性原因

包括两方面(图 1)：一是共作动物在水中的游动、觅

食等活动促进了土壤、水体与大气间的气体交换，改

善了原本严格厌氧的土壤和沉积物环境，提高了水中

溶解氧(DO)含量和土壤 Eh，抑制了产甲烷菌活动，

促进了甲烷氧化菌的代谢，产生显著的 CH4 减排效

果[9, 46]；二是动物觅食抑制了水生植物生长，杂草植

株对 CH4 的传输降低导致 CH4 排放下降[47]。这两者

是引起稻蛙、稻鸭模式下 CH4 排放降低的主要原因。

稻蛙、稻鸭模式采用浅水灌溉[66]，即整个种植期田

面水深度维持在 10 cm 以下，水分管理与常规水稻

种植模式接近。Fang 等[66]两年试验结果表明，在相

同水分管理模式下，相比水稻单作，稻蛙共作模式能

降低 23.6% ~ 45.4% 的 CH4 排放。Feng 等[46]通过荟

萃分析发现，与水稻单作相比，稻鸭共作模式可使田

间 CH4 排放降低 21.7%；Sun 等[45]采用相同方法得

出类似结论。更多的研究运用田间监测法评估稻鸭共

作模式对稻田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结果较为一致，

即与常规水稻单作相比，稻鸭共作模式可降低 8.8% ~ 

44.8% 的稻田 CH4 排放[9, 47, 49-56]。研究表明，稻鸭共

作显著减少稻田 CH4 排放总量，尤其降低 CH4 排放

高峰期的排放速率与排放量，但是对于水稻排放峰值

出现时间并没有显著影响[55, 57]。然而，有学者指出

鸭的活动对土壤和水体的扰动会使原本可能被氧化

的 CH4 得以释放，促进水体以气泡的形式将 CH4 传

输至水面进而逸散到大气中，但是稻鸭共作系统中普

遍采用的静态箱采气方法无法捕捉到该活动对于稻

田 CH4 排放的影响，因此目前对稻鸭共作模式下 CH4

的减排效果可能被高估[47,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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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稻田综合种养模式对稻田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Table 1  Summary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mitigation performance of rice-animal co-culture systems 

模式 研究方法/ 

监测区域 

监测年份 参照系统 CH4 排放变化 N2O 排放变化 全球增温潜势变化 参考文献

荟萃分析 – 水稻单作 –86.80% 无显著影响 –12.90% [43] 

荟萃分析 – 水稻单作 –37.02% – – [44] 

稻渔 

荟萃分析 – 水稻单作 –12.50% 11.30% – [45] 

荟萃分析 – 水稻单作 –21.70% 33.60% – [46] 

田间监测/湖北 2020—2021 水稻单作 –21.18% 76.14% –25.45% ~ –19.53% [47] 

荟萃分析 – 水稻单作 –88.80% 171.0% –11.30% [43] 

田间监测/江苏 2015—2016 水稻单作 –13.97% 10.72% –10.75% [9] 

荟萃分析 – 水稻单作 –6.16% – – [48] 

田间监测/湖北 2009—2010 水稻单作 –32.35% 上升 7.1 倍 ~ 16.5 倍 –28.10% [49] 

田间监测/南京 2014—2015 水稻单作 –16.68% ~ –8.80% 4.23% ~ 15.20% – [50] 

田间监测/武汉 2007 水稻单作 –19.30% 10% – [51] 

田间监测/武汉 2006—2007 水稻单作 –25.07% ~ –19.26% 13% – [52] 

田间监测/武汉 2008 水稻单作 – 6.68% – [53] 

田间监测/湖南 2002 水稻单作 –21.60%  – [54] 

田间监测/湖南 2000—2001 水稻单作 –41.99% – – [55] 

田间监测/湖南 2019 水稻单作 –44.80% – – [56] 

稻鸭 

荟萃分析 – 水稻单作 –24.90% 36.60% –11.08% [45] 

荟萃分析 – 水稻单作 –82.60% 减少 –12.50% [43] 

荟萃分析 – 水稻单作 –20.79% – – [48] 

田间监测/武汉 2006—2007 水稻单作 –26.78% ~ –13.55% 无显著影响 – [52] 

田间监测/武汉 2008 水稻单作 – –6.93% – [53] 

田间监测/湖南 2004 水稻单作 –15.41% – – [57] 

田间监测/湖南 2022—2023 水稻单作 25.51% ~ 42.27% – 8.18% ~ 47.26% [58] 

田间监测/浙江 2013 水稻单作 –26.26% – – [59] 

田间监测/湖南 2019 水稻单作 –29.70% – – [56] 

稻鱼 

荟萃分析 – 水稻单作 11.60% –10.20% 20.80% [45] 

田间监测/湖北 2022 水稻单作 –13.06% – – [60] 

田间监测/安徽 2021 水稻单作 –43.9% ~ –21.12% 10.3% ~ 43.1% –36.9% ~ –18.1% [61] 

田间监测/湖北 2014—2016 水稻单作 –35.11% –7.62% – [62] 

田间监测/上海 2023 水稻单作 –27.4% ~ –9.0% –27.2% ~ –13.4% –27.32% ~ –9.17% [63] 

荟萃分析 – – –20.20% 41.20% –18% [45] 

田间监测/湖北 未说明 水稻单作 369.30% –33.30% 347.20% [14] 

稻虾 

田间监测/浙江 2017—2018 单虾养殖 –64.40% –76.20% – [15] 

水稻单作 

(持续淹水) 

–13.50% –23.90% –13.60% 稻蟹 田间监测/东北 2019 

水稻单作 

(中期晒田) 

34.01% –16.70% 32.60% 

[64] 
 

田间监测/上海 2018—2019 水稻单作 –45.4% ~ –23.6% –25.33% ~ –1.84% –48.11 % ~ –18.74 % [65] 稻蛙 

田间监测/上海 2018—2019 水稻单作 58.13% ~ 131.18% –63.12% ~ –41.06%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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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态综合种养对稻田甲烷与氧化亚氮排放的影响机制 
Fig. 1  Mechanism analysis of CH4 and N2O emissions from paddy field with planting and breeding circular agricultural ecosystems 

 
除共性原因外，稻鱼、稻虾、稻蟹模式下，稻田

CH4 排放还受水层深度的影响。与稻鸭、稻蛙共作的

浅水灌溉模式不同，稻鱼、稻虾、稻蟹等共作模式采

用深水灌溉，利用稻田中下水层的空间和营养生态

位，通常会维持 20 ~ 40 cm 的深度淹水环境[2, 68]以

保障共生动物的生长空间。虽然较高的水位会引起水

中 DO 下降，但养殖鱼类的游动以及主流共作虾蟹品

种(克氏原螯虾和中华绒螯蟹)在土壤中的掘洞行为，

能够促进田面水、稻田土壤与外界的气体交换，进而

提升水体 DO[69]。在这两种作用的相互制衡下，土壤 

DO 和 Eh 值总体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从另一角度来

看，深度淹水使水体中气泡、液相扩散作用以及水稻

植株通气组织对 CH4 的传输受到抑制，且减缓夏季

水体升温，降低土壤温度，抑制产甲烷菌的活性，最

终表现为对 CH4 排放的抑制效应[61-62, 70]。 

现有研究中关于稻鱼、稻虾、稻蟹模式对稻田

CH4 排放影响的研究结论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多数研

究认为稻虾共作模式可降低田间 CH4 排放，减排率

为 9% ~ 43.9%[45, 60-63]；但李青海等[14]的研究中稻虾

共作则表现出对稻田 CH4 的增排效应，增幅高达

369.3%。基于荟萃分析方法的研究同样出现了不一致

的结论，刘珂纯等[48]认为和水稻单作相比，稻鱼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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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模式可降低 20.79% 稻田 CH4 排放；然而 Sun 等[45]

的研究中稻鱼共作增加了 11.6% 的稻田 CH4 排放。

尽管多数研究都选取常规水稻单作作为参照系统，但

是对于参照系统的水分管理设置不同，这是导致上述

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当以节水灌溉的水稻单

作模式作为参照系统时，生态综合种养模式往往会促

进稻田 CH4 排放。以稻鱼共作模式为例，袁伟玲等[52]

采用的常规管理方式中，水分管理模式与稻鱼共作处

理一致，即整个养鱼期持续淹水，收鱼后(收稻前半

个月)开始自然落干。而欧茜等[58]的研究中，参照系

统采用了当前水稻单作管理中更为常见的节水灌溉

方式：浅水分蘖，寸水返青，分蘖末期晒田，孕穗期

到乳熟期浅湿交替，成熟期干湿交替后排水落干。该

模式已被证实与持续淹灌相比具有显著的 CH4 排放

控制效果。李清海等[14]对比了中期晒田的水稻单作

模式和长期淹水的稻虾共作模式下的稻田 CH4 排放

情况，发现长期淹水的稻虾共作模式下 CH4 排放远

高于中期晒田的水稻单作参照系统。张怡彬等[64]同

时对稻蟹共作、水稻单作(持续淹水)、水稻单作(中期

晒田)这 3种模式下的稻田 CH4排放进行比较后发现，

以水稻单作(中期晒田)模式作为参照时，稻蟹共作表

现出对 CH4 排放的促进作用；而以水稻单作(持续淹

水)模式作为参照时，稻蟹共作可使 CH4 排放降低 

13.5%。相较于种养模式的改变，稻田生态系统中的

CH4 排放对水分管理方式的变化更为敏感。 

2.2  对氧化亚氮排放的影响 

与 CH4 排放类似，探讨生态综合种养对稻田 N2O

排放的影响时，可按水层深度将不同共作模式进行区

分讨论。浅水灌溉主要应用于稻鸭及稻蛙两种生态综

合种养模式。不论是基于荟萃分析或是田间监测的结

果都表明，稻鸭共作模式在稻田 CH4 减排的同时提

升了 N2O 排放[9, 43, 45-47, 49-53]。一方面，鸭子的活动加

速了水体、土壤及大气间的气体交换，水中 DO 上升，

加速了 N2O 生成与扩散释放；另一方面，鸭粪中较

高浓度的 NH4
+ 增加了稻田氮素输入，增加了硝化和

反硝化作用的反应底物，硝化和反硝化作用增强，稻

田 N2O 排放上升[9, 43, 46]。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共作系

统中鸭对于水生植物的摄食降低了水生植物对于 DO

的消耗，DO 浓度上升促进了 N2O 的生成[56]。然而，

Liu 等[71]认为水生植物的存在对于稻田 N2O 的排放

没有显著影响。理论而言，稻蛙与稻鸭共作模式的淹

水深度、动物行为方式相近，与单水稻种植相比对

N2O 排放应表现为促进作用。但是，Fang 等[65]和丁

玉凌等[13]的研究中，相较于水稻单作，稻蛙共作模

式下 N2O 排放分别减排 1.84% ~ 25.33%(不同养殖密

度下 N2O 排放不同)和 41.06% ~ 63.12%(不同肥料配

比下 N2O 排放不同)。这主要是由于该两组研究中均

在水稻种植期不同程度使用了有机肥替代化肥，因而

产生了显著的 N2O 减排效果[13, 65]。 

对于稻鱼、稻虾、稻蟹共作等深水灌溉的稻田综

合种养模式，一方面水深增加降低了水中 DO 浓度；

另一方面共作鱼、虾、蟹在水中的活动搅浑水体，减

弱了水中藻类的光合作用，进一步降低 DO，加剧水

体和土壤中厌氧环境的形成，硝化作用受抑制，反硝

化作用增强，N2O 排放下降[53]。Sun 等[45]通过荟萃分

析表明，稻鱼共作系统相较于水稻单作可降低 10.2% 

的 N2O 排放。李成芳等[53]的田间监测试验结果也取

得了相似的结论，与水稻单作相比，稻鱼共作降低

6.93% 的 N2O 排放。穆红城等[63]开展了单季稻-克氏

原螯虾共作模式下两年的 N2O 排放监测研究，结果

显示与持续淹水的水稻单作模式相比，稻虾共作可降

低 13.4% ~ 27.2% 的 N2O 排放。有别于对 CH4 排放

影响结果的不一致性，当选择中期烤田等优化水分管

理的单稻种植模式为参照时，稻虾、稻蟹共作模式仍

表现出显著的 N2O 减排潜力，分别为 33.3% 和

16.7%[14, 64]。 

2.3  对全球增温潜势的影响 

水稻种植生态系统中同时排放 CH4 和 N2O，并

且往往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通常使用全球增温潜势

(GWP)为评价指标，以综合评估稻田生态系统中 CH4

和 N2O 排放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9, 14]。 

虽然稻鸭共作模式引起 N2O 排放的上升，但总

体 N2O 对于 GWP 的贡献远小于 CH4 排放，该模式

下 GWP 可降低 10.75% ~ 28.1%[9, 43, 45, 47, 49]。排除因

参照系统中水分管理设置不同对稻田综合种养模式

下温室气体排放变化的影响，当水分管理方式相同

时(即选择持续灌溉单稻种植为参照)，稻虾、稻鱼、

稻蟹模式对于稻田整体增温潜势变化表现为减缓

效应[44, 48-54, 56, 60-64]。但是相较于节水灌溉单稻种植模

式，需要长期淹水的稻虾、稻蟹、稻鱼模式对于气候

变化仍有较高影响[14, 58, 64]。有限的关于稻蛙共作模

式对 GWP 影响的研究中，该模式对于 CH4 和 N2O

均表现出减排效应，因此整体 GWP 显著低于单稻种

植[65]。总体而言，无论单稻种植或稻田综合种养模

式下均排放 CH4 和 N2O 气体，并且往往呈现此消彼

长的态势，但 CH4 排放对 GWP 的贡献高于 N2O，CH4

的增减趋势决定稻田种植模式的改变对气候变化影

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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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养殖管理条件对生态综合种养模式温室

气体排放的影响 

与水稻单作模式相同，稻田综合种养系统的温室

气体排放受多种因素协同影响，其中 CH4 排放与水

稻生育期、水肥运筹，环境温度、DO、Eh、土壤有

机碳含量、产甲烷菌及甲烷氧化菌活性等环境因子密

切相关，N2O 排放与氮肥施用方式、环境温度、DO、

pH、Eh 等显著相关[71]。对此，前人已进行了较为充

分的论述[23, 48]，本文重点论述养殖管理条件对生态

综合种养模式下 CH4 及 N2O 排放的影响。 

3.1  共作品种 

共作品种选择是稻田综合种养系统中重要的管

理决策之一，同样影响 CH4、N2O 气体的产生与排放。

在水稻品种选择方面，研究证实以渔稻 1 号为代表的

高秆水稻通过根际泌氧促进了共作池塘底泥中 CH4

氧化进而减少 64.4% 的 CH4 排放，通过对池塘底泥

中氮的吸收以及对反硝化过程的抑制效应减少

76.2% 的 N2O 排放[15]。理论而言，不同共作动物因

活动方式、饲料需求等生理习性不同，对 CH4、N2O

的排放也有差异。以稻虾共作为例，同样养殖密度下

水稻–澳龙共作模式下 CH4与 N2O 排放显著高于水稻–

克氏原螯虾模式[61]。然而，目前对于其他共作模式

下，不同动物品种对 CH4 与 N2O 排放影响的研究仍

比较缺乏。 

3.2  养殖密度 

养殖密度是稻田综合种养模式下影响温室气体

排放的关键管理因素之一[43, 58, 72-73]。在适宜养殖密度

范围内，共作系统中 CH4 排放和 GWP 随着养殖密度

上升而下降，更多的共生动物会摄食更多的好氧生物

和杂草，稻田水中的 DO 水平升高，提升甲烷氧化菌

活性。傅志强等[74]通过设置每公顷 150、225 和 300

只鸭 3 组处理，发现 CH4 排放随养鸭数量增加而下

降，因为鸭子的活动改善了土壤通气状况，增加了水体

的 DO 含量，提高土壤 Eh，抑制产甲烷菌活性，进而

减少 CH4 产生与排放。罗加伟[61]的研究表明当克氏原

螯虾放殖密度为 16 800 尾/hm2，相较于 8 400 尾/hm2

可获得更为显著的 CH4 和 GWP 减排效果。Fang 等[65]

的研究中稻蛙模式下温室气体减排效果随养殖密度

升高而上升，与 7 500 ~ 30 000 只/hm2 的养殖密度相

比，60 000 只/hm2 时可获得最佳的 CH4 与 N2O 减排

效果。欧茜等[58]比较了两种投放密度下稻鱼共作系

统 CH4 排放，相较于 3 000 尾/hm2，6 000 尾/hm2 的

投放密度可降低 16.8% 的周年 CH4 排放。需要注意

的是，养殖密度过高则会带来 CH4、N2O 排放和 GWP

的上升。Hu 等[75]通过对鱼苗 15 万、30 万及 45 万尾/hm2

集约化养殖模式下的监测研究表明，CH4 和 N2O 排

放均随着养殖密度升高而上升，这可能是由于共作系

统对 CH4 和 N2O 的排放同时存在正负两种效应，且

两种效应相互制衡抵消，当养殖密度超过环境最大承

载量时，过多的排泄物、残体、饲料引起环境中有机

质和氮素输入量上升，削弱了共作模式对 CH4 和 N2O

的减排效应，导致 CH4 和 N2O 排放的升高。 

3.3  淹水深度 

稻田综合种养模式通常需要长期淹灌以满足

水生动物的生长需要。作为长期淹灌的稻田，水位

深度是决定长期淹水稻田 CH4 通量大小的重要因

素之一[2, 26, 59, 64]。总体而言，稻田综合种养系统中温

室气体排放与水深的关系较为复杂，在气体传输受

阻、产甲烷菌与甲烷氧化菌活性变化、共作动物扰动

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一般深度淹水对 CH4 排放主

要表现为抑制效应。此外，水深的变化可能会影响水

体的 DO 分布进而间接影响氮素转化和循环过程，从

而改变 N2O 的产生与排放。与长期淹灌的单水稻种

植系统类似，稻鸭、稻鱼等共作模式下 CH4、N2O 累

积排放量随着淹水深度而降低[68, 75]。Wang 等[43]的试

验结果表明，较高的降雨量水平引起田间水位升高，

进而对产甲烷菌代谢产生抑制作用，共作系统中 CH4排

放下降。也有学者认为将稻田水层深度控制在 11.5 cm

以下可有效降低稻鱼共作系统温室气体排放[74]。 

4  稻田综合种养系统碳足迹评估进展 

近年来随着碳足迹评价在农业生产领域的运用，

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全生命周期评价(LCA)方法对

稻田综合种养系统碳足迹开展评估[13, 70, 76-79]，集中在

稻虾、稻鱼以及稻蛙共作 3 种模式。基于现有的研

究，稻虾共作模式的碳足迹为 CO2 当量 5 499.04 ~ 

16 137.92 kg/hm2，相较于水稻单作系统碳足迹排放

变化为 –6.9%[70] ~ +43.33%[76]；稻渔共作系统碳足迹

为 CO2 当量 5 988.42 ~ 12 111 kg/hm2，相较于水稻单

作系统碳足迹变化 –16.19%[77] ~ –5.99%[80]；稻蛙共作模

式下碳足迹为 CO2当量 5 632.99 ~ 5 985.2 kg/hm2[13]。自

然条件与管理模式的不同是造成碳足迹结果差异的

主要原因[76-77, 81]。此外，系统边界、排放因子、功能

单位等 LCA 核算方法的选择对于碳足迹评估结果也

有重要影响。 

系统边界方面，稻田综合种养系统的碳足迹主要

涵盖两部分：一是田间生产过程中 CH4 与 N2O 的直



732 土      壤 第 57 卷 

http://soils.issas.ac.cn 

接排放；另一方面则包括由于能源、物料等投入引起

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除水稻生产所需种子、肥料、

农药、柴油、电力等能源物料外，还包括动物幼体以

及饵料生产等引起的碳排放[76-77, 81]，稻蛙系统中还需

考虑为了防备蛙被鸟类或黄鼠狼吃掉所搭建的尼龙

材质围网和天网生产所引起的碳排放[13]。目前，多

数关于稻田综合种养碳足迹的研究并没有考虑土壤

有机碳的变化[70, 76, 78]，仅丁玉凌等[13]在核算稻蛙共

作模式下碳足迹时核算了土壤有机碳。仅考虑碳排放

时，稻蛙模式下单位面积碳足迹为CO2当量 10 128.15 ~ 

11 367.67 kg/hm2，而考虑种植过程中紫云英、蛙粪等

有机质输入引起的土壤有机碳增加后，单位面积碳足迹

显著下降至 CO2当量 5 632.99 ~ 5 985.2 kg/hm2[13]。尽

管该研究中使用一年的土壤有机碳变化的结果可能

会造成对固碳效应的高估，但仍说明生态技术的固碳

作用对于稻田综合种养模式碳足迹的降低具有不可

忽视的贡献。 

在评价稻田综合种养系统碳足迹下降潜力时，功

能单位的选择至关重要。虽然稻田综合种养在 CH4

和 GWP 减排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效果，但当以单位

面积为功能单位时，该模式额外的饲料、电力能源消

耗引起碳排放升高往往会削减其碳减排效应[70, 76-77]。

然而，当以单位产值、单位利润或单位营养密度为

功能单位时，因稻田综合种养模式具有更高的经济

产值和营养密度输出，碳足迹减排效应则会进一步

凸显[70, 76-77]。例如，刘金根等[77]的研究中，尽管相

较于水稻单作，稻虾模式可降低田间 9.4% 的 CH4

排放，但渔业养殖大幅增加了电力消耗、消毒剂使用、

饵料投喂等引起的间接碳排放，导致稻鱼模式下单位

面积碳足迹较水稻单作上升了 43.33%，当采用单位

产值或单位利润碳足迹为功能单位时，稻鱼共作模式

较水稻单作碳足迹下降 60.65%、45.02%。 

从碳足迹评价结果来看，虽然 CH4 直接排放

仍然是稻田综合种养模式碳足迹最主要的组成部

分 [13, 70, 77]，但是由于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加工和能源

消耗引起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同样不容忽视。稻鱼、

稻虾系统中还需关注水产养殖灌溉耗电和饲料生产

引起的碳排放[70, 77]，稻蛙系统中尼龙网生产所引起

的碳排放占比较高[13]。蒋榕等[70]通过敏感性分析揭

示了稻田综合种养系统碳足迹对 CH4 排放量、灌溉

电力消耗、饲料投入最敏感，基于田间水肥运筹方式

优化的 CH4 减排措施、光伏发电灌溉等低碳灌溉技

术、低碳化饲料生产工艺等可作为未来稻田综合种养

全生命周期碳减排的主要突破方向[70, 78]。 

由于国内现有的排放因子数据库中缺乏部分农

业生产投入品的排放因子数据，如农药和水产动物饲

料的排放因子，目前关于稻田综合种养系统碳足迹的

核算工作主要依靠 Ecoinvent 等国际数据库开展，是

制约评价结果准确性的主要因素[77-78]。 

5  结论与展望 

近二十年间，国内外学者在稻田综合种养模式下

温室气体排放评估方面开展了较为广泛的研究。稻田

综合种养系统中温室气体排放受到气体传输路径、产

甲烷菌与甲烷氧化菌活性、硝化作用、反硝化作用、

共作动物的扰动、环境温度、土壤通气状况、Eh 及

DO 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协同影响。当水分管理方式一

致时，与单水稻种植模式相比，稻田综合种养模式通

常对 CH4 排放表现出抑制效应。在环境承载能力范

围内，增加养殖密度能够进一步降低田间 CH4 的排

放。尽管现有研究对于稻田综合种养模式下 N2O 排

放变化的结论存在不一致性，但以 GWP 作为评价指

标来看，稻田综合种养系统在稻田温室气体减排方面

的潜力不可忽视。为进一步挖掘稻田综合种养模式减

排价值，建议在以下方面深化研究： 

1) 开展稻田综合种养模式下温室气体排放的长

期监测。当前关于稻田综合种养模式下温室气体排放

的研究，多数仅包含一至两年的监测工作。然而，生

态系统碳氮循环是一个长期且缓慢的过程，因此建议

开展长期观测，以系统长效地获取更具代表性的监测

数据，阐明稻田综合种养系统温室气体排放规律，进

而构建科学、精准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估模型，为未来

不同自然条件、管理模式下稻田综合种养系统温室气

体排放评估提供方法学支撑。 

2) 开展更广泛的共作模式下温室气体排放的监

测与评估。目前，稻田综合种养模式下温室气体排放

的研究集中在稻鸭、稻鱼、稻虾共作模式，在稻蟹、

稻蛙共作等领域的研究相对有限。此外，深入探究不

同养殖品种(例如不同种类的共作虾、共作鱼等)对于

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针对不同共作类型，结合当地

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平衡动植物产量和田间温室

气体排放的关系，因地制宜地探索出适宜的养殖密

度、淹水深度以及养分运筹模式，对于进一步挖掘稻

田综合种养模式的温室气体减排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3) 逐步建立并完善我国碳足迹排放因子数据

库，明确不同生产路径下农业生产投入品排放因子数

据，以提高稻田综合种养模式碳足迹评估结果的准确

性。此外，在稻田综合种养模式碳足迹评估工作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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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涵盖土壤有机碳变化情况以更加客观、科学地评估

稻田综合种养模式碳足迹。基于现有碳足迹评估结

果，未来应在基于田间水肥运筹模式优化的 CH4 减

排措施、灌溉电力供给低碳化、农资生产工艺低碳化

等方面的深化研究，以进一步降低我国稻田综合种养

系统全生命周期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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